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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来自4个省份的357家企业为研究对象,以动态能力理论为基础,探讨跨界搜寻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以及动态能力和技术动荡在其中的中介与调节作用。结果发现:跨界搜寻的两种类型搜寻(技术知识和市场知识)对

组织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同时,动态能力中介两类跨界搜寻和技术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在技术知识跨界搜

寻与技术创新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在市场知识跨界搜寻与技术创新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此外,组织外部较高

的技术动荡水平不仅会加强动态能力对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还会强化动态能力在两种类型搜寻与技术创新之间的

中介效应。 

【关键词】：跨界搜寻 动态能力 技术创新 技术动荡 

【中图分类号】:F40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348(2020)24-0019-10 

0 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扁平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企业依靠开放式创新克服自身在资源和能力上的不足,构建持续性竞争优势
[1]。在竞争激烈和高动荡性环境中,过度依赖组织内部经验和知识积累已无法支撑组织持续创新,组织经常出现“核心僵固”现象,

甚至陷入“创新者窘境”。因此,需要通过跨越组织边界和技术边界获取外部资源与知识,从而激发组织创新潜能和动力[2]。开放

式创新正是一种注重外部创新知识及资源导入和利用的创新范式,它突破了传统封闭式创新桎梏,是组织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重

要保障[3]。跨界搜寻(boundary-spanning search)是开放式创新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议题,研究表明,跨界搜寻是企业获取外部异

质性知识的主要途径,既能够在知识探索、获取整合、开发利用等创新流程中发挥重要作用[4],又能够帮助企业弥补自身资源禀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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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与能力结构缺陷,推动组织不断创新,从而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挑战。因此,近年来,跨界搜寻成为开放式创新理论和实践界

关注的焦点[5-7]。 

跨界搜寻相关研究成果大多来源于西方国家,样本企业集中于高科技行业,对于传统行业以及服务行业的研究较少,研究结

论的普适性有待进一步检验[8]。事实上,中国企业所处外部经济环境及所采用的增长模式均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跨界搜寻能否

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提升我国一般组织(高科技和非高科技组织)技术创新水平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同时,组织搜索的结果变量

主要集中于宽泛的企业创新、服务创新以及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对于技术创新这一聚焦结果变量的研究较为缺乏[7,9]。此外,不

同类型的跨界搜寻在帮助企业适应动态环境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方面是否存在差异有待进一步研究。鉴于此,本文第一个研究目

的是探讨在中国情境下不同类型跨界搜寻对于我国一般组织(高科技和非高科技组织)技术创新的影响。 

在跨界搜寻中介机制方面,相关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许多学者指出,未来重要研究方向是深入探讨跨界搜寻影响组织后果

变量的中介作用机制,以便更好地理解跨界搜寻作用过程。遗憾的是,学术界尚未将组织能力层面因素引入跨界搜寻与技术创新

关系研究中[10]。因此,本文第二个目的是以动态能力理论为基础,探讨动态能力在两类跨界搜寻与组织技术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

力求打开跨界搜寻对组织技术创新影响的中介机制这个理论“黑箱”,为组织搜寻提升技术创新路径选择提供理论支持,同时使

两类跨界搜寻影响组织技术创新获得基于能力视角的研究解释。 

中国企业正处于全球化进程加快、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环境中,企业唯有突破固有封闭式创新模式,通过开放式创新才能应

对外部环境变化。同时,跨界搜寻作为开放式创新领域的主要战略范式,其作用过程往往与企业所处外部环境要素相联系,组织能

力培养和创新活动开展需要对外部环境不断进行适应与匹配[11]。针对以往研究不足,本文第三个研究目的是考察技术动荡对跨界

搜寻与技术创新关系的权变影响,这对于更好地认识跨界搜寻的作用边界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贵州、福建等地企业调研数据,

尝试从组织能力视角探究技术动荡背景下两类跨界搜寻对组织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力图明晰“搜寻—能力—创新”的完整路

径及相应作用边界,打开作用机制理论“黑箱”,也为企业实践提供实质性建议。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跨界搜寻内涵 

跨界搜寻源于组织搜索理论,组织搜索是指组织为发现新机会或解决现存问题而主动进行的知识和信息搜寻活动。现有研究

根据搜索对象与组织原有知识基(Knowledge Base)的相似程度,将组织搜索分为本地搜寻和跨界搜寻[12]。本地搜寻(Local Search)

是指组织在现有知识基附近搜寻的本地化活动,主要在组织边界内或附近进行
[12]
。跨界搜寻的核心内涵是通过跨越组织和知识基

边界的组织搜寻获取异质性知识,从而提升自身竞争优势[4]。跨界搜寻与本地搜寻对于组织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本地搜寻在

知识获取、内化、应用方面具有显著成本优势[4,12],使得组织搜寻具有路径依赖性,即组织在很大程度上长期基于现有知识基进行

组织活动[13]。长期本地搜寻会使组织束缚于固有知识体系,对于原有知识和邻近知识的依赖使外部异质性知识难以涌入,进而削

弱组织动态能力,使其丧失对动态环境的敏感性和适应能力,陷入“能力陷阱”的风险大大提升[14],最终对组织创新的资源基础

和能力基础造成显著负向影响[12,13]。与本地搜寻相反,跨界搜寻通过搜寻组织外部不同的知识基(knowledge base),消减组织边界

的屏蔽效应,促使更多有价值的新信息、新知识和外部支持等资源流入,从而为组织创新提供更为有利的外部异质知识资源和内

部基础条件[4]。 

跨界搜寻内涵源自于组织搜索,在研究初期,学者们主要通过组织搜索维度划分界定其维度,从搜寻广度和搜寻深度两个方

面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4,7]。也有学者尝试采用新知识来源地域邻近性划分跨界搜寻的地理维度,上述划分方式都忽视了对搜

寻方向和搜寻知识类型的关注[15]。在资讯全球化和信息扁平化背景下,信息科技发展使得知识地域距离模糊化,也使得知识获取

成本差别逐渐缩小。因此,对跨界搜寻的关注仅停留在广度和深度上是不够的,而应指出具体方向和内容[16]。技术知识与市场知

识是组织创新最重要的两种战略性知识源,两者在构成性质、搜索途径、转化范围等方面都具有较大差异,因而相应搜索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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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本文从知识搜寻内容和方向角度,将跨界搜寻分为技术知识和市场知识的两类跨界搜寻进行研究[4,17]。 

技术知识跨界搜寻是指跨越原有认知基础和组织边界,搜寻并识别有价值的技术、产品、生产工艺和方法等相关信息及新知

识的活动[4,17],搜寻对象集中于行业内外的相关企业、科研院所、技术服务机构、开放式研发平台及高校等。市场知识跨界搜寻

是指跨越现有市场经验到组织外部搜寻新的产品信息、营销渠道、商业模式以及顾客需求和偏好等市场知识的活动[4,17],搜寻目

标主要集中于外部市场顾客信息、同行企业信息、上下游生态企业、各种商业协会等。 

1.2 跨界搜寻与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Technical Innovation)是组织创新的重要部分,具体是指企业通过应用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提高产品质量、

开发新产品、提供新服务,并实现市场价值的一系列活动。跨界搜寻以低成本优势弥补了自主研发和收购获取两种方式的不足,

因而被认为是组织创新绩效提高和竞争优势确立的主要路径[18]。在组织技术创新过程中,各部门跨越组织边界从外部获取创新所

需的各种异质性资源,为技术创新提供新的知识和技术,通过对摄入知识的整合、吸收、利用,突破技术创新瓶颈[7]。 

具体而言,一方面,技术知识跨界搜寻使组织能及时和广泛掌握行业技术动态,避免陷入“熟悉陷阱”
[5,19]

,进而进行技术革

新。外部异质知识涌入拓展了组织技术认知边界,为组织突破原有技术发展轨迹,实现技术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知识支撑[19]。另

一方面,技术知识跨界搜寻有利于组织突破固化的技术轨道,发现创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障碍,为组织提供更多学习机会和资

源,从而降低失败概率和技术创新风险[15]。此外,市场知识跨界搜寻促使企业将目光转向外部,及时掌握竞争对手信息和市场竞争

态势,提高市场危机意识并及时认识到组织在创新中的劣势和不足,有的放矢地进行战略和技术调整,从而有效提升组织创新的

准确性和有效性。同时,完善的市场知识跨界搜寻能够使组织从外部环境中搜寻创新机会,洞悉顾客潜在需求和市场发展趋势,从

而进一步明确自身技术发展方向。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主效应假设: 

H1a:技术知识跨界搜寻正向影响技术创新; 

H1b:市场知识跨界搜寻正向影响技术创新。 

1.3 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 

(1)跨界搜寻与动态能力。 

动态能力(Dynamic Capabilities)是指组织为适应外部动态环境而对自身竞争资源和能力进行持续重组和构建的能力[20]。

动态能力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组织知识更新是推动组织动态能力演变的重要源头和基础[13,21]。跨界知识搜寻是组织引入异质性

知识和规避“核心刚性”的重要途径。因此,本文认为,跨界搜寻对动态能力培养与演化起关键性作用。这是因为技术知识跨界

搜寻为组织动态能力提供了“新鲜源泉”并投放了“重构元素”。首先,技术知识跨界搜寻为组织输送了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流

程,更新和拓展了组织动态能力形成所需的知识基础,增加了不同类别知识元素重构机会,避免组织出现“核心刚性”;其次,随

着技术知识跨界搜寻深入,对外部信息进行主动加工使组织更容易感知到相关技术机会,并由此培育出机会识别和利用的动态能

力[21];再次,技术知识跨界搜寻促进技术知识互动和融合,夯实组织和个体的学习基础,从而为组织资源整合与能力更新提供智力

基础和人力保障。最后,Danneels
[22]
指出,本地搜寻与跨界搜寻分别是组织构建一阶能力和二阶能力的基础,而动态能力是典型的

组织二阶能力。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a:技术知识跨界搜寻正向影响动态能力。 

市场知识跨界搜寻为组织动态能力提升输送了“竞创动力”并搭建了“外部桥梁”。这是因为:第一,组织搜寻具有路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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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侧重于熟悉市场的相关知识和信息积累,对于现有组织惯例起固化作用。市场知识跨界搜寻会使固化惯例得到冲击和修正[23],

能够有效降低组织惰性,进而强化动态能力;第二,市场知识跨界搜寻要求企业主动监控与预测市场、顾客以及竞争对手等重要外

部环境因素的动态变化,洞察环境中的机会与威胁,大大强化了组织机会识别、感知能力和适应能力,而该能力正是动态能力的重

要组成部分[24];第三,市场知识跨界搜寻增强了组织市场危机意识,使其及时认识到自身劣势和不足,有的放矢地进行战略调整,

通过组织资源重构趋利避害,这正是动态能力演化和发展的过程[25]。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b:市场知识跨界搜寻正向影响动态能力。 

(2)动态能力与技术创新。 

诸多学者研究发现动态能力是有效促进组织创新绩效提升的高阶能力[22]。动态能力能够从多方面促进组织技术创新:①动态

能力有助于组织保持较高的环境敏感性和机会识别能力,使其把市场变动快速转化为创新要素,迅速对工艺流程和产品服务进行

改善与更新,降低技术创新成本;②动态能力使得组织对资源获取与整合具有较强的掌控力,通过动态能力实现知识获取和转化,

有利于组织迅速汇聚内外部技术创新所需的有效资源,促进新知识、新信息与原有基础整合,从而为技术创新提供扎实的资源基

础
[20]
;③动态能力能重构组织能力,提高组织灵活性,使其能够根据外部环境变化不断重构、配置以及更新自身能力,在环境动态

变化中维持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动态优势。综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动态能力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由上述分析可知,技术知识和市场知识跨界搜寻所提供的异质性知识与信息能够为组织整合互补性资源创造机会,最终有效

促进组织技术创新。但这并不意味着跨界搜寻就是组织技术创新的直接来源,其作用过程和机制不是简单的直接联系
[26]
。跨界搜

寻所获取的资源、信息以及知识能否被组织有效利用,关键在于组织能否通过能力重构实现外部资源有效开发和价值转化。根据

动态能力理论,跨界搜寻作为组织知识内化过程的逻辑起点,也是动态能力的认知基础,外部异质性知识和信息能够有效促使组

织摆脱原始路径依赖,注重对自身资源和能力的重构,从而使内部资源与外界需求相匹配[20]。同时,组织资源和能力重构实际上是

动态能力培育过程和组织价值创造过程,能积极有效促进组织技术创新[20,26]。结合跨界搜寻内涵和功效特征,本文推断,动态能力

很大程度上在技术知识跨界搜寻和市场知识跨界搜寻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 

从技术知识角度看,技术知识跨界搜寻为组织动态能力形成提供了“重构元素”——知识基础。一方面,跨界搜寻导入新技

术、新工艺和新流程,使组织更新和拓展其动态能力形成所需的知识基础,增加了不同类别知识元素重构机会,提升了组织外部机

会感知能力、把握能力和利用能力
[27]
。另一方面,跨界搜寻从外部获取的技术知识与组织边界内的知识具有一定的异质性,需要

经过吸收、内化、整合等才能与组织内的知识体系、能力体系相匹配,而这一过程正是动态能力发挥其迭代更新功能的过程[4,20]。

动态能力提升直接促进组织技术预判能力和响应能力提升,使组织能够根据技术发展趋势进行技术储备和预先研发,找到自身技

术和产品与相近领域技术进步的契合点及融合面[26]。通过对这一能力的内化和重构,外部跨界技术知识最终能够帮助组织实现技

术升级和创新。 

从市场知识角度看,开放式创新范式对组织提出了新的挑战,大量纷繁的外部知识源导入增加了组织内部识别风险和协调成

本,而动态能力为组织提供了资源整合和知识利用机制,能有效化解内外部知识冲突,促进新旧知识流动、融合和利用[27,28]。具体

而言,市场知识跨界搜寻能有效冲击和修正组织内部惯性认知,提高组织内部成员对于顾客以及竞争对手等重要外部环境因素的

敏感度,使组织能够洞察环境中的机会与威胁,提升机会识别能力、感知能力和适应能力,它们正是动态能力的重要构成要素[26]。

动态能力提升是组织复杂市场信息识别和市场机会捕捉的基础,能使其在不同时期快速、准确地定位顾客需求,完善自身技术体

系和产品生态以满足多变的市场需求,避免陷入创新者窘境[28]。 

因此,以动态能力理论为基础,基于以上论述可以进一步推论:动态能力正是跨界搜寻在组织适应动态环境、摆脱路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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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能力约束的内化过程、能力体现及必经之路。动态能力是跨界搜寻对组织技术创新影响机制中的重要中介因素。由此,本文

提出以下假设: 

H4a:动态能力在技术知识跨界搜寻和技术创新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H4b:动态能力在市场知识跨界搜寻和技术创新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1.4 技术动荡的调节作用 

技术动荡是指企业所在产业环境中的技术要素更新速度和不可预测的不确定状态
[29]
。在产业技术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外部

环境中技术动荡的影响更加显著,高技术动荡意味着产品设计和技术范式具有较多的不确定性,存在创新机会的同时也潜伏着更

多风险。动态能力内涵本质上与环境动态性概念密不可分,因而其作用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外部情景依赖性,在不同程度的

技术动荡环境中所发挥的作用具有较大差异[26]。因此,动态能力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很可能受技术动荡的影响。 

首先,当技术动荡程度较高时,产业环境中会出现更多信息与机遇,技术知识更新速度难以预测,技术创新模式可能随之改

变。此时,动态能力中机会识别能力的作用更加突出,能让组织快速捕捉到外部市场信息和外部创新机会,引入和吸收更多有利于

技术创新的驱动因素[30];其次,高技术动荡意味着快速的技术发展和更短的技术生命周期,在此环境中,动态能力强调的组织资源

整合能力可以得到更充分的发挥,让组织更好、更迅速地重组和利用内外部资源,进而形成适应环境条件的必要技能与资源能力,

走在技术创新的前端,把握稍纵即逝的机会窗口[27];最后,技术动荡程度较高时,组织拥有的动态能力优势更容易得到体现,组织

的高灵活性更加突出,进而对组织技术创新的贡献更显著。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5:技术动荡在动态能力与技术创新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即组织面临的技术动荡程度越高,动态能力对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

就越显著。 

在以上论述中,本文假定:①动态能力在跨界搜寻与技术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②技术动荡会强化动态能力对技术创新的正

向影响(调节第二阶段的影响),但不会影响跨界搜寻与动态能力之间的正向关系(不调节第一阶段的影响)。当技术环境相对平稳

时,组织创新面临的问题更加一般化和结构化,此时可以利用原有惯例及能力整合外部导入的异质性知识和信息,从而实现创新

目标[27]。因此,动态能力桥接跨界搜寻与技术创新的作用可能会受到一定限制,效果不显著。但是在高技术动荡环境中,组织需要

及时对不断变化的技术环境进行响应,处理和利用外界新知识和信息。此时,动态能力尤其有价值。高技术动荡为组织动态能力

提供了用武之地,从而强化了动态能力在跨界搜寻与技术创新关系中的作用
[30]

。基于此,可以推论技术动荡程度越高,技术知识跨

界搜寻和市场知识跨界搜寻通过动态能力对技术创新产生的正面效应(间接效应)就越强。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6a:技术动荡程度越高,动态能力在技术知识跨界搜寻与技术创新之间所起的中介效应就越强; 

H6b:技术动荡程度越高,动态能力在市场知识跨界搜寻与技术创新之间所起的中介效应就越强。 

综上所述,本文构建研究模型,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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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理论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文采用大规模企业问卷调查方式验证提出的假设。为确保研究信度和效度,对调研各环节进行严格控制:首先,在调研之前,

研究小组对参与调研的高管身份(董事、副总、总助、总秘、总监等)进行严格确认,确保调研对象为了解企业情况的高管人员。

其次,在调研过程中,研究小组向高管人员强调调研的自愿性、匿名性和学术用途。此外,本次调研采用纸质问卷,严控问卷填答

对象所在区域和职位。 

本研究调研企业涉及贵州(经济后发赶超的西部代表省份)、福建(沿海外向型经济典型省份)、湖北(中部传统工业强省)、

江苏(东部经济发达代表省份)4个省份的不同行业和规模企业。主要调研途径为企业拜访、个人校友网络企业、高校 MBA 和 EMBA

学员现场作答等方式,由一家样本企业的一名高管完整作答所有题项。共发 650 份调研问卷,收回 475份问卷,最终得到 357份有

效问卷,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54.92%。其中,企业平均年龄为 21.06(SD=16.55),企业的平均人数为 2041.45(SD=5085.53);29.13%

为国有企业,59.66%为民营企业,11.20%为外资企业;制造企业占比 70.59%,服务企业占比 29.41%。 

2.2 研究工具 

本文采用的量表均来源于国内外实证研究中的权威量表,除控制变量外,均采用Likert5 点量表进行测试。 

(1)跨界搜寻。 

本文采用 Sidhu 等[5]开发的两个维度的 10 个题项量表。本文中,技术知识跨界搜寻和市场知识跨界搜寻的 Cronbach'sα 系

数分别为 0.79、0.80,表明两个变量测量信度符合要求。跨界搜寻一阶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两因子模型与数据拟合程度良

好:χ2(df=34)=103.55,TLI=0.92,CFI=0.94,RMSEA=0.076,各因子载荷均高于0.5,表明技术知识跨界搜寻和市场知识跨界搜寻具

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2)动态能力。 

本文采用陈志军等[27]的研究量表,该量表包含 8 个题项。本文中,动态能力的 Cronbach'sα 系数为 0.88,表明动态能力测量

具有较高的信度。 

(3)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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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谢洪明等[31]的 8 个题项量表,技术创新的 Cronbach'sα 系数为 0.90,表明其测量具有较好的信度。同时,二阶验证

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两因子模型与数据拟合程度良好,技术创新测量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因子载荷均高于 0.7 且

χ
2
(df=19)=55.59,TLI=0.96,CFI=0.98。 

(4)技术动荡。 

本文采用 Jaworski & Kohli[29]的 3 个题项量表。本文中,技术动荡的 Cronbach'sα 系数为 0.83,表明其测量具有较高的信

度。 

(5)控制变量。 

基于芮正云和罗瑾琏[9]、肖丁丁和朱桂龙[21]的研究成果,本研究选取 4个控制变量:所有制形式、企业所属行业、企业年龄和

企业规模。其中,所有制形式划分为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 3类,企业所属行业划分为制造业和服务业,在数据分析中两

者均为虚拟变量;企业年龄使用调研数据中的企业实际成立时间,企业规模按照总人数取以 10 为底的对数,即企业规模=lg(企业

总人数)。 

2.3 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综合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巢模型分析、拔靴法(bootstrapping)等方法对假设进行检验。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中,理

论模型共有 5个潜变量(共计 26个测量指标),总样本量为357个,满足研究饱和覆盖度的要求。此外,为确保假设检验的可靠性,

本研究通过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和非可测潜在方法因子法(Unmeasured Latent Methods Factor)对数据同源方程进行检验,同

时利用平均方差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和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对量表区

分效度与结构效度进行检验。在检验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时,本文采用拔靴法(bootstrapping)分析调节变量对中介作用的影响[32]。 

3 数据分析与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控制与检验 

本文各变量是通过企业高管同批填答形式收集的问卷数据,可能存在一定的共同方法偏差[33]。因此,为降低共同方法偏差的

影响,本文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方面,在问卷发放前详细说明研究目的以及填答方式,并采用匿名调研方式,由参与调研的各企业

高层管理人员对跨界搜寻、动态能力、技术动荡及技术创新等变量进行评价,以确保问卷填答质量,较好地控制调研偏差;另一方

面,参照 Harman 单因素检验标准和过程,本文将问卷中除去控制变量的 26 个题项(5 个关键变量)放入 SPSS24.0 进行探索性因子

分析,检验结果中最大的因子方差只解释了 38.83%的变异量,解释率远小于 50%的标准值。进一步地,采用非可测潜在方法因子法

(Unmeasured Latent Methods Factor)评估共同方法偏差[34]。具体而言,将共同方法因子视为潜变量纳入结构方程模型,并允许

所有题项载荷到共同方法因子上,形成含有 CMV 因子的六因子模型,如表 1 所示。若添加了共同方法因子的模型比原假设模型的

CFI 和 TLI 提高幅度超过 0.02,或 RMSEA 降低幅度超过 0.05,即表示存在被共同方法偏差影响的风险[33-35]。从表 2可以看出,含有

共同方法因子(五因子模型+CMV)的模型(χ2(338)=597.58,RMSEA=0.046,CFI=0.95,TLI=0.94)与五因子模型(χ2(367)=701.64, 

RMSEA=0.050,CFI=0.93,TLI=0.93)相比,CFI、TLI 和 RMSEA 的变化均未超过临界值,表明模型拟合数据未得到显著改善。综上所

述,本研究中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风险在可接受范围内,不会对研究结论产生严重影响。 

3.2 效度分析 

本研究主要从 3 个方面进行效度分析:①内容效度。本研究采用较为成熟的权威量表,充分征询了来自学术界、实业界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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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见和建议,通过细节修订进一步保证量表的内容效度;②聚合效度。技术知识跨界搜寻、市场知识跨界搜寻、动态能力、技

术创新和技术变动性的 AVE 分别为 0.54、0.51、0.52、0.58、0.61,潜变量的平均方差抽取量均大于 0.5,表明研究量表汇聚效

度良好;③区分效度。本文通过对关键变量的验证性因子分析(CFA)评估各变量间的区分效度。各变量的 KMO(Kaiser-Meyer-olkin)

值检验和 Bartlett's 球形检验结果如下:技术知识跨界搜寻、市场知识跨界搜寻、动态能力、技术动态性和技术创新的 KMO 值

分别为 0.807、0.814、0.917、0.719、0.913 且卡方统计值显著。可见,各变量具备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的前提条件。验证性因

子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所有题项因子载荷均达到显著水平(p<0.05),且五因子模型(χ2(367)=701.64,RMSEA=0.050, 

CFI=0.93,TLI=0.93)数据拟合程度显著优于其它竞争模型,验证了各变量间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 1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χ2 f CFI TLI RMSEA 

零因子 a 5334.64 406 0.00 0.00 0.185 

五因子+CMV 597.58 338 0.95 0.94 0.046 

五因子 701.64 367 0.93 0.93 0.050 

四因子 1b 745.33 371 0.92 0.92 0.050 

四因子 2c 897.49 371 0.90 0.88 0.063 

四因子 3d 891.99 371 0.89 0.88 0.063 

四因子 4e 982.13 371 0.88 0.86 0.068 

四因子 5f 1024.67 371 0.87 0.86 0.070 

四因子 6g 877.34 371 0.90 0.89 0.062 

单因子
h
 1578.78 377 0.76 0.74 0.095 

 

3.3 相关分析 

表 2为各变量平均值、方差与相关系数,从中可以看到:技术知识跨界搜寻与动态能力(r=0.59,p<0.01)、技术创新(r=0.54, 

p<0.01)正向相关;市场知识跨界搜寻与动态能力(r=0.61,p<0.01)、技术创新(r=0.56,p<0.01)显著正相关,同时动态能力与技术

创新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r=0.65,p<0.01)。 

表 2描述性统计结果与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企业年龄 a 
           

2.企业规模 b 0.53** 
          

3.国有企业 0.48**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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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民营企业 -0.46** -0.41** -0.78** 
        

5.外资企业 0.01 0.16** -0.23** -0.43** 
       

6.所属行业 c -0.20** -0.18** 0.15** -0.07 -0.11* 
      

7.技术跨界 d -0.04 0.07 -0.22** 0.12* 0.13* -0.16** 
     

8.市场跨界 e -0.12* -0.05 -0.20** 0.14** 0.07 -0.05 0.68** 
    

9.动态能力 -0.11* -0.02 -0.24** 0.18** 0.06 -0.15** 0.59** 0.61** 
   

10.技术动荡 0.04 0.02 -0.22** 0.16** 0.07 -0.25** 0.42** 0.39** 0.47** 
  

11.技术创新 -0.08 0.10 -0.30** 0.18** 0.15** -0.35** 0.54** 0.56** 0.65** 0.60** 
 

平均值(M) 21.06 2.73 0.29 0.60 0.11 1.29 3.94 3.88 3.85 3.76 3.60 

标准差(SD) 16.55 0.75 0.46 0.49 0.32 0.46 0.58 0.63 0.57 0.76 0.70 

 

3.4 假设检验 

(1)主效应检验。 

本文借鉴 Cortina 等[36]的研究方法,在模型中设定交互项的残差及因子载荷。在理论模型结构方程分析中,其数据拟合程度

符合要求:χ2(512)=845.28;CFI=0.94,TLI=0.93,RMSEA=0.043,为进一步明确变量关系的巢模型检验提供了可行的初始模型。为

验证 H1a 和 H1b,本文构建了跨界知识搜寻对技术创新影响的主效应结构方程模型,如图 2 所示。主效应模型各拟合指数符合要

求:χ2(130)=274.57;CFI=0.95,TLI=0.94,RMSEA=0.056,技术知识跨界搜寻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44,p<0.01),H1a

成立;市场知识跨界搜寻对动态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46,p<0.01),H1b成立。 

(2)巢模型检验与竞争模型比较分析。 

本文利用巢模型检验进一步探索动态能力在两类跨界搜寻与技术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37]。具体而言,通过比较理论基准模型

(完全中介模型)和相应竞争巢模型(部分中介模型)的数据拟合程度,判断与实证数据最相符的实际作用机制模型(最优模型)。相

较于理论基准模型,竞争巢模型 1(M1)加入了技术知识跨界搜寻对技术创新的直接路径,竞争巢模型 2(M2)加入了市场知识跨界搜

寻对技术创新的直接路径。巢模型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M1模型拟合度与 M0模型拟合度没有显著差异(△χ
2
(1)=2.11;P>0.05),

而 M2模型的拟合度则显著优于 M0模型的拟合度(△χ2(1)=5.57;P<0.05)。基于此,本研究判定 M2模型为最优模型,即在假设模型

M0的基础上增加市场知识跨界搜寻到技术创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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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主效应检验 

表 3巢模型与竞争模型比较分析结果 

模型 χ2 df CFI TLI RMSEA △χ2(△df) 

理论基准模型 M0 851.03 513 0.94 0.93 0.043 — 

竞争巢模型 1(M1) 848.92 512 0.94 0.93 0.043 2.11(1) 

竞争巢模型 2(M2) 845.28 512 0.94 0.93 0.043 5.57(1)* 

 

(3)中介效应检验。 

对最优模型M2作路径系数检验,结果如图3所示:技术知识跨界搜寻对动态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44,p<0.01),H2a得到

支持。同时,市场知识跨界搜寻对动态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32,p<0.01),H2b 成立。动态能力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

响(β=0.43,p<0.01),H3成立。此外,比较分析巢模型检验与竞争模型可判定 M2模型为最优模型,即动态能力在技术知识跨界搜寻

与技术创新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而在市场知识跨界搜寻与技术创新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因此,H4a 成立,H4b 部分成立。最后,

本文运用 PRODCLIN 程序
[38]
进一步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动态能力在技术知识跨界搜寻与技术创新之间中介效应 99.50%的置信

区间为[0.22,0.45],不包括零;在市场知识跨界搜寻与技术创新之间中介效应 99.50%的置信区间为[0.16,0.38],不包括零。以上

检验结果表明,动态能力在技术知识跨界搜寻、市场知识跨界搜寻与技术创新之间所起的中介效应都是显著的,H4a和 H4b进一步得

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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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最优模型检验 

(4)调节效应检验。 

从表 4 还可以看出,技术动荡与动态能力的交互项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16,p<0.01),H5获得数据验证。同时,

本文以高于和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为基准,绘制不同技术动荡水平下动态能力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差异示意图。如图 4 所示,动态

能力对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在高技术动荡环境下更显著(β=0.77,p<0.01),而在低技术动荡环境下表现较弱(β=0.33,p<0.01)。 

表 4最优模型路径系数 

路径 标准化路径系数 C.R. P 

技术知识跨界搜寻>动态能力 0.44 3.23 ** 

市场知识跨界搜寻>动态能力 0.32 2.52 * 

动态能力>技术创新 0.43 6.02 ** 

市场知识跨界搜寻>技术创新 0.16 2.35 * 

技术动荡>技术创新 0.40 6.78 ** 

技术动荡*动态能力>技术创新 0.16 3.83 ** 

 

 

图 4技术动态性的调节效应 

(5)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采用拔靴法(bootstrapping)分析在不同技术动荡水平下,动态能力在技术知识跨界搜寻、市场知识跨界搜寻与技术创

新之间的中介效应[32],结果如表5(技术知识跨界搜寻为自变量)和表 6(市场知识跨界搜寻为自变量)所示。由表 5可知,技术知识

跨界搜寻对技术创新的正向间接影响(通过动态能力)在高技术动荡环境下更显著(β=0.19,p<0.01),在低技术动荡环境中则较

弱(β=0.06,p<0.01),且这两个影响系数之间存在显著差异(△β=0.13,p<0.05)。此外,表 6 说明市场知识跨界搜寻对技术创新

的间接影响(通过动态能力)在高技术动荡环境下更显著(β=0.24,p<0.01),在低技术动荡水平时则较弱(β=0.14,p<0.01),且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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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间具有显著差异(Δβ=0.10,p<0.05)。因此,H6a和 H6b成立。 

表 5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调节变量 

技术知识跨界搜寻(X)→动态能力(M)→技术创新(Y) 

阶段 效应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PMX PYM PYX PYMPMX PYX+PYMPMX 

低技术动荡 0.46** 0.13** 0.17* 0.06** 0.23** 

高技术动荡 0.46** 0.40** 0.17* 0.19** 0.36** 

差异 0 0.27* 0 0.13* 0.13* 

 

表 6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调节变量 

市场知识跨界搜寻(X)→动态能力(M)→技术创新(Y) 

阶段 效应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PMX PYM 

 
PYMPMX PYX+PYMPMX 

低技术动荡 0.44** 0.33** 0.21** 0.14** 0.35** 

高技术动荡 0.44** 0.55** 0.21** 0.24** 0.45** 

差异 0 0.23* 0 0.1* 0.1* 

 

4 结语 

4.1 结论 

本文从组织层面出发,对动态能力视角下跨界搜寻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进行探索,主要结论如下:①主效应:立足于中国组

织情境,验证跨界搜寻的两类搜寻(技术知识和市场知识)对技术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一结论与张文红[39]等的研究结论一

致。同时,本文实证发现,两类跨界搜寻对组织动态能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②中介机制:动态能力分别在技术知识跨界搜寻和技

术创新之间、市场知识跨界搜寻与技术创新之间起完全中介、部分中介作用。组织跨界搜寻获取的外部技术知识不能直接对技

术创新产生立竿见影的作用,这些和组织原有知识基具有较大差异的隐形知识,只有通过组织内化吸收、整合转化为动态能力才

能对现在和未来技术创新产生促进作用。市场知识跨界搜寻导入的顾客、竞争对手和经销商等相关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让组

织及时认识到创新过程中的劣势和不足,从而改进产品和工艺。同时,上述信息能让组织洞察潜在需求和市场发展趋势,从而明确

技术创新方向;③调节边界:技术动荡正向调节动态能力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即技术动荡程度越高,动态能力对技术创新的正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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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就越显著。此外,技术动荡还调节动态能力在跨界搜寻与技术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即技术动荡程度越高,技术知识跨界搜寻和

市场知识跨界搜寻通过动态能力对技术创新产生的正向效应(间接效应)就越显著。动态能力能够帮助组织有效应对外部环境变

化,本文从技术动荡强化动态能力的直接作用及其中介作用两个方面论证了这一点。 

4.2 理论贡献 

(1)跨界搜寻作为组织搜寻和创新搜寻的重要研究分支,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但针对技术创新的相关实证研究还比较匮

乏[33]。本文以中国经济体制转型背景下多行业背景组织(高科技和非高科技组织)为研究对象,从组织内外部边界入手,引入跨界

搜寻揭示组织技术创新影响因素,丰富了相关经验证据。 

(2)本文基于中国情境拓展了组织搜索理论研究视角,使跨界搜寻和组织创新间的中介过程得到基于能力视角的研究解释。

现有文献仅仅勾勒了跨界搜寻对组织创新的直接作用,对于跨界搜寻影响组织能力、组织创新的内在机理缺乏理论阐述和实证研

究[18]。本文将跨界搜寻作为前因变量,将动态能力作为中介变量,实证分析跨界搜寻、动态能力与技术创新的作用关系,搭建企业

中“搜寻—能力—创新”三者之间的重要传导机制与影响路径,进一步完善组织搜索理论和创新管理理论研究。此外,将动态能

力理论引入组织搜寻研究也是对张文红等
[39]

提出的采用不同理论解释跨界搜寻作用机制研究倡议的回应。 

(3)本文注意到中国转型经济情境下环境动态性对跨界搜寻的影响,将技术动荡作为调节变量进行实证分析。而以往相关研

究大多忽视了组织外部环境动态变化对于组织知识搜寻与能力转化以及组织创新的重要影响[13]。本文实证结果突出了经济转型

背景下技术动荡在跨界搜寻影响技术创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明确了跨界搜寻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边界,扩展了组织搜索研究理论

视角。 

(4)丰富了动态能力理论实证研究成果。动态能力前因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本文证明跨界搜寻对于动态能力形成和发展具

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从组织搜索视角拓展了动态能力成因研究,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本文为动态能力理论在组织创新方

面的应用作出了一定贡献。 

4.3 管理启示 

本研究对于企业通过跨界搜寻促进技术创新具有重要启示。在开放式创新中,通过跨界搜寻汲取外部知识已被很多企业认同

并采纳。 

(1)跨界搜寻是战略管理、创新管理、知识管理等研究领域的热点,在开放式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情境下具有重要的实践意

义。因此,企业应适时摒弃封闭式创新中的狭隘战略,积极通过技术知识和市场知识并重的跨界搜寻体系,汲取新知识和新技术,

重视发挥外部知识源在组织动态能力提升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进而为组织技术创新奠定坚实的资源和能力基础。 

(2)动态能力是跨界搜寻有效发挥作用的关键环节。因此,企业应重视动态能力培育和发展。第一,企业应在跨界搜寻实施过

程中,关注外部知识和资源向动态能力转化,借“外力”练“内功”,强化动态能力在跨界搜索和技术创新中的桥梁作用;第二,

企业领导者可以通过组织变革与惯例更新等具体方式促进企业动态能力提升;第三,企业应该具有危机意识,尝试摆脱原始路径

依赖,注重自身资源和能力重构,以适应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 

(3)企业应有效协调匹配外部环境,促进跨界搜寻、动态能力提升。企业在进行跨界搜寻和发展动态能力时应保持对外部技

术环境的敏感性,根据技术变动情况,适当调整企业跨界搜寻活动和动态能力水平。当技术动荡程度较高时,应充分挥企业动态能

力,从而强化跨界搜寻对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当技术动荡水平较低时,可以适当减少跨界搜寻和动态能力相关投入,以尽可能低

的成本实现对外部环境的有效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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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之处:①因变量选取。一方面,对于组织创新的描述对象不应止步于技术创新,未来应借鉴组织搜寻和

知识管理研究,加入管理创新、服务创新、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等因变量。另一方面,本文优先从组织创新角度考察跨界搜

寻的影响力,但跨界搜寻对于企业的作用不限于此,还应关注组织绩效、竞争优势以及新产品开发绩效等重要结果变量;②机制研

究。在组织能力层面,本文仅选取动态能力作为影响路径进行实证研究,未来应关注其它相关重要中介变量,例如组织双元能力、

核心能力、战略柔性和组织惯例更新等,以打开跨界搜寻作用机制的“黑箱”。同时,应进一步考察市场竞争性、市场动态性和

环境不确定性等外部条件作用路径,使跨界搜寻影响边界更加明晰;③研究方法与调研样本。本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贵州、福建、

湖北和江苏等地企业,而不同地区的技术创新特点可能会有所区别,特别是具有创新代表性的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经济

圈。因此,需要更加广泛的数据支持研究模型。同时,本文采用的是横截面数据,在表征跨界搜寻对技术创新滞后的影响方面以及

动态能力动态演化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未来可以通过收集企业纵向跟踪数据进一步检验本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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